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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海作为海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国家战略和疆域拓展，一直是海洋强国争

夺的战略重点。深海极端环境塑造了特殊的生命过程，资源潜力巨大，对其探测与研究是

国际地球科学前沿。对水深 1 000 m 以下的海山、热液、冷泉等海洋极端环境与生活在这些

环境中的特殊生命进行综合探测，涉及到深海地质环境、化学环境、物理环境和特殊生态

系统，涉及到深海极端环境特殊装备的研发以及深海探测与研究综合平台建设，涉及到考

察船、深潜器、特殊装备、方法体系的建立和技术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

现。文章总结了国际上深海极端环境和生命过程研究进展，在分析我国深海研究现状基础

上，提出未来我国深海极端环境和生命过程研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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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海洋权益，涉及到该国的核心利益。在全球陆地被瓜分之后，陆地周边12

海里领海、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也先后有了归属。现在人们的目光投向了属于公海

的深海和大洋。全球海洋的平均深度超过 3 500 m，水深大于 1 000 m 的深海区域超过 90%，

其中绝大部分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国际海域，约占地球

表面积 49%。国际海域因其在海洋中所处的独特的政治、法律地位，更因其拥有多样性的

资源，成为各国延展可控制疆界、争取海洋权益的新空间。

深海作为海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深海平原、海山、热液、冷泉等特殊环境，

导致海底地形、理化因子的剧烈变化，从而影响深层海洋动力、热力等环境，进而孕育了

独特的生态系统和生命过程，还可能对上层海洋热量耗散产生影响，直接关系到全球气候

变化，因此深海研究在整个地球科学和全球变化研究中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迄今

为止，人类对于深海的认识还知之甚少，对深海基本地形的实际测量甚至不如人类对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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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月球背面的探测。因此，对于深海环境和生态系统

的探索与认知是当前地球科学的前沿领域。

另外，深海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和生物资源。从 20 世

纪 60—70 年代太平洋的多金属锰结核，到海山上的富钴

结壳和洋中脊热液口的金属硫化物，以及最近发现的太

平洋深海底的稀土资源，都将逐步成为今后各国深海资

源开发的重点。同时，深海海底生物物种丰富，据估计

生活在深海的未知生命类群超过 1 000 万种。由于处于极

端的物理、化学和生态环境中，深海生物形成了极为独

特的生理结构和代谢机制，产生包括各种极端酶在内的

特殊生物活性物质，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新能源的

探索乃至新型生物材料的研发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应用

价值，展示了极大的资源潜力。

本文围绕深海极端环境与生命过程研究这一当前深

海研究热点领域，总结了国内外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

提出我国深海极端环境和生命过程研究对策。

1	国际研究进展

从 19 世纪末英国“挑战者号”第一次实现环球海

洋科学考察以来，深海一直是国际海洋科学研究的前沿

和孕育重大科学发现的摇篮。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强国高度重视“蓝海战略”，

极大增加了对深海研究的投入，催生了一系列突破性科

学进展。例如，20 世纪 60 年代末发现洋底扩张，证实

了“板块学说”，并创立了“古海洋学”新学科；20 世

纪 70 年代末发现深海热液和“暗能量生物圈”，证明地

壳深处有物质和能量向上输运，并能维持庞大的不依赖

于光合作用的生物群落，从而为海洋科学发展开拓了全

新的领域。进入新千年后，相关国家加快向深海进军步

伐，纷纷建造用于深海研究的新型科学考察船和探测装

备，启动了一系列深海大洋探测计划，例如“国际海洋

生物普查计划（CoML，2001—2010）”“综合大洋钻

探计划（IODP，2003—2013）”“欧盟深海计划（IN-

DEEP）”“国际洋中脊计划（InterRidge）”等，围绕

海山、热液、冷泉等深海环境和生态系统热点区域开展

了一系列综合探测和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新的认知。

海山的形成过程与物质组成反映了地球内部物质

和能量转移的结果，海山岩石蚀变过程也是重要的能量

交换过程，塑造了不同的地质环境。另外，海山可通过

激发内波，促进深层海水的混合，驱动深层环流[1]。海

山的阻挡形成了上升流，驱动底层水与中上层水间的垂

向交换。在南大西洋巴西海盆的观测显示，距离海洋表

面 4 000 m 海山触发的深层湍流混合可影响到 400 m 水深

的上层海洋区域[2]。另外底层流受到海山地形阻挡形成

涡状结构——Taylor-Hogg 地形旋涡[3]，促使最低含氧带

水体与中深层水交换，导致海洋环境要素的变异，进而

形成远洋渔场，还触发了一系列重要的氧化-还原反应，

多种金属元素和磷元素凝聚沉淀。海山生态系统研究计

划（CenSeam）曾在多个海区开展了综合研究，结果显

示海山生态系统是复杂和多变的，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

海山生态系统是高生产力、高生物现存量的认识不同，

一些海山的生物量较低，其在水动力学、生物地球化学

和生物学方面与周围的大洋相比具有清晰的海山效应[4]。

例如单个海山上的生物多样性通常很高，但是海山之间

的变化很大，物种局地化的速率在不同海山间也有很大

差别，因此海山生态系统可能受流型、颗粒物通量、地

貌、底质类型与分布、水深及含氧量等因素影响，但这

些方面还缺乏清晰的系统研究资料。

深海热液活动则持续向周边深层海洋环境中输送着

物质和能量。以西太平洋马努斯弧后盆地为例，岩浆作用

产生高温（>1 100 °C）、富含挥发份与金属的流体注入海

底热液循环系统喷出，导致热液柱及弥散区范围内的深层

水体出现明显的浊度、酸碱度、化学组成异常[5]。弧后盆

地热液可形成上升到离海底 300 m 的热液羽状流和周围数

百公里的弥散流区域，不仅形成独特的生化环境和生态系

统，也深刻地改变了周边深层环流和水团[6]。因此，推测

热液羽状体的运移可能推动了大洋中层水的循环，甚至在

更大程度上影响着海洋环境和全球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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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热液独特生物群落的发现是 20 世纪后期最显著

的科学发现之一，与其相关的资源、环境问题和“黑暗食

物链”生命过程是当前深海研究的焦点[7]。从海底热液样

品中分离到一种嗜热菌，其生长温度达到 121°C，是现有

生命所能耐受的最高温度[8]。热液生物群落是深海化能合

成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力完全

可与陆地热带雨林相媲美。以化能自养细菌为基础的管状

蠕虫、贝类、甲壳类生物生活在不同类型的热液区，通过

化能营养繁衍[9]，与陆地和浅海生命形式迥然不同，并且

热液喷口化学成分对其生物群落的分布影响显著[10]。深海

化能合成生态系统生物地理计划（ChEss）从热液系统中

发现大量新的物种，初步划分了深海化能合成生态系统

全球生物地理格局，发展了新的生态学分支[11]，并且在

基因组水平上认识到生物对缺氧、富硫和金属等特殊环

境新的适应策略。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热液活动是动

态的、不连续的，不同类型或者不同发育阶段的热液喷

口，其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特征差异显著[12,13]，但是造成

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不清楚。

冷泉是海底物质和能量向上输送的又一重要“窗

口”。冷泉区天然气水合物的分解支撑了化能合成为主

的冷泉生物群落，并且甲烷气的羽状流可以升的很高，

对周边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虽然冷泉在深海广泛分布，

大洋板块俯冲带和海底的烃类溢出口都有存在，但人类

对其认识才刚刚开始。

深海是构成深部生物圈巨大微生物群落的聚居

地，是地球表面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地球上

高达  2/3 的微生物可能深埋在海底下的地壳和沉积物

中 [14,15]。深海及热液、冷泉等极端环境造就了其具有陆

生生物无法比拟的细胞结构、基因功能、生理功能及特

性。对深海极端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微生物资源及其多样

性进行系统的调查和比较分析，对揭示生命的起源、进

化以及研究生物对特殊环境的适应能力有着极为重要的

科学意义。而且，海洋微生物多样性的调查有利于探讨

海洋环境中微生物的生态功能，揭示海洋环境物质循环

和能量流动的原理和规律，同时也可发现更多新的微生

物资源及相关新的功能基因和复杂多样的代谢产物和机

制。海洋微生物资源的开发将为生物医药、工业酶等提

供宝贵材料，具有重要的开发利用价值。联合国海底管

理局已将深海海底生物基因资源纳入管理议事日程，海

洋微生物资源特别是深海微生物资源已经成为国际海洋

科学研究和科技战略规划的热点。

当然，上述科学研究的进展离不开深海技术装备

的支持，正是基于“阿尔文”号潜器的深海探测，才发

现海底热液，推动深海环境和生命过程研究的跨越发

展。目前基于船基的电视抓斗等可视化采样设备，载有

各种传感器、声学和光学设备的水下拖体，载人深潜器

（HOV）、无人缆控潜器（ROV）和自主式水下潜器

（AUV） 等水下观测平台，以及海底固定观测系统等已

经成为开展深海极端环境和生命过程研究的主流技术手

段，对深海认知的不断深入正是深海技术进步的具体体

现。同时，科学研究的迫切需求推动深海技术装备的迅猛

发展，构建“船基-潜器-原位-长期”一体化综合深海探测

技术体系成为深海极端环境与生命过程研究的重要内容。

2	  国内研究现状

受制于深海探测装备的落后，我国在深海探索与研

究中长期处于“望洋兴叹”地步，与海洋大国地位不符。

2 000 年以前主要是围绕地质构造和海底矿产资源开展了

部分勘查工作。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国力的增

强，深海研究也逐步实现由单一资源调查（多金属结核）

向探测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综合科学考察的战略性转变。

2005 年我国首次在西南印度洋发现热液喷口，2007 年证

实了天然气水合物在南海的大量存在并进而启动“南海深

部过程演变计划”，以及后续启动的“973”计划“西南

印度洋洋中脊热液成矿过程与硫化物矿区预测”“典型

弧后盆地热液活动及其成矿机理”等，推动了我国深海

研究的发展。而“蛟龙”号 7 000 m 载人深潜器的研制成

功，标志着我国在深海研究方面的实力提升。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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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号海洋综合考察船的投入使用和中科院 A 类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

交换及其影响”的实施，实现了我国深海大洋科考能力

跨越式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通过自主探索与实践，在

国内首次建立了宏观与微观、走航与定点、梯度与原位

相结合的深远海环境探测技术体系，突破了 10 000 m 深

海定点探测、7 000 m 深海探测与采样、4 500 m 深海精准

探测与取样、1 000 m 水体剖面走航探测、深海 30 m 长沉

积物取芯和 20 m 长岩石取芯等关键技术，具备立体同步

精准开展深海地形地貌、海底环境、水体环境的综合探

测和样品采集的能力。迄今，完成国内首个冲绳海槽热

液区 50 km×50 km 船载全海深多波束地形探测（图1—图

3），首次获得马努斯海盆热液区域 1 m 分辨率的高精度

深海地形图；新发现 4 个深海热液喷口，国际上首次获得

了热液喷口周围的温度梯度分布；在南海冷泉、冲绳海

槽热液区、马努斯海盆热液区、雅浦海山区获得 3 600 余

号、220 余种大型生物样品，包括 1 新科、3 新属、23 个

新种，实现了深海环境和资源新认知。

3	我国深海极端环境与生命过程研究对策

深海探测与研究区域广阔、过程复杂，涉及到地

质环境、化学环境和特殊生态系统，涉及到深海极端环

境特殊装备的研发、技术体系的建立、深海探测与研究

综合平台的建设，涉及到科学与技术的有机结合。国际

上深海极端环境和生命过程研究的发展趋势可归纳为：

（1）研究重点趋向于全球深海大洋中的不同生境，包

括海山生态系统、深海化能合成生态系统、深渊生态系

统、洋中脊生态系统等；（2）研究内容和方法趋向多学

科交叉、渗透和综合；（3）研究方式趋向国际合作和平

台数据共享；（4）研究手段不断采用高新技术，并向全

覆盖、立体化、自动化和信息化方向发展。

目前，虽然我国已经拥有国际一流的深海综合探测

平台，已经具备开展深海综合探测与研究的基础条件，但

是深海科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针对当前国际深

海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围绕深海研究的特点，突

出特色、重点突破，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深海科学领域

占得一席之地，满足国家海洋战略的重大需求。

（1）突出区域特色。当前深海探测与研究虽然呈现

全球化趋势，但是研究区域大多集中在大西洋和东太平

洋，西太平洋相对薄弱，缺乏系统研究。然而，西太平

洋海底地质过程非常活跃，发育了全球 70% 以上的弧后

图 1   中科院海洋所使用“发现”号 ROV 上配备的超高清摄像机原
位观测冲绳海槽 Lion 热液喷口（黑烟囱）

图 2   中科院海洋所使用“发现”号 ROV 上配备的超高清摄像机原
位观测冲绳海槽 JADE 热液喷口附近的化能生物群落

图 3   中科院海洋所使用自主研发的深海激光拉曼光谱探测系统
（RiP）在冲绳海槽热液区 Dragon 喷口进行热液流体的原位探测，
温度显示 290℃，并获得流体中溶解甲烷、硫化氢、二氧化碳和硫
酸根离子等成分的原位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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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也是全球海山系统分布最为集中的海域，使该区

域海洋物质和能量交换更加复杂；同时蕴藏巨量的多金

属硫化物和富钴铁锰结壳资源，并且孕育了全球海洋生

物多样性中心。因此西太平洋构成了我国科学家跻身国

际深海科学前沿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通过探测该

区域海山、热液、冷泉、深渊系统，在其与水体的物质

能量交换过程、深海生命过程等方面取得新发现和新认

知，将填补该区域深海海洋科学的研究空白，使我国成

为该区域深海资料掌握最全的国家，提升我国在深海国

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2）聚焦科学问题。围绕当前深海研究的前沿课题

和西太平洋的区域特色，重点关注板块俯冲过程及资源

环境效应；热液/冷泉区/海山/海沟等海底地形地貌及构

造结构，及其形成的地质条件、地质过程、分布格局和

探测技术；极端环境下的化能生态系统中生物群落特征

及起源演化，剖析深海生物对极端环境的适应性机制；

热液和冷泉系统的物质能量输运动力学过程及其对海底

生态系统的支持与相互作用；极端环境地层微生物的生

命过程、影响因素和在矿物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深渊专

属性物理海洋与地球化学现象，阐释深渊环境与极端生

命的耦合演变机制等。

（3）强调学科交叉。深海特殊的地质、物理、化

学环境塑造了特殊的生态系统和特殊的生命过程，是物

理、化学、地质和生物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开展深海

极端环境与生命过程研究需要从海洋系统的角度综合考

虑分析，通过多学科交叉推动系统性、集成性成果的产

出，提升我国在深海领域的学术地位。

（4）强调科学与技术融合。深海研究的瓶颈主要

在于探测技术。深海研究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得益于新技

术、新设备的应用。因此，加强科学目标引领下的深海

技术装备研发，重点提升 ROV、AUV 等深海自主观测

平台技术能力，加强深海精准定位与信息通讯、原位探

测、原位实验等技术装备研发，构建深海环境与生态系

统长期观测体系，发展深海资源勘测与利用技术，提升

我国深海研究的自主创新能力。

（5）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参与并引

领国际大型深海计划，开阔研究视野，拓展研究领域；开

放深海观测与研究平台，推动技术体系和研究团队的国际

化，提升我国深海研究的国际知名度、贡献性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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